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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掳役中国劳工???评日本法院“调解”花冈案???? (一) “中

新网3月10日电：包括‘花冈暴动’领袖耿谆在内的河南省20

多名该事件的受害者及遗属，4月2日，每人将在郑州领取25

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6万元)的赔偿金” “信报讯 ‘花冈暴动

’领袖耿谆将不会出现在4月2日花冈赔偿金郑州发放现场。

”耿谆表示：“虽然花冈事件以和解告终，身为当年的首席

原告，对《和解条款》一直难以认同”。 据中国青年报3月16

日的消息：耿谆说：“花冈诉讼彻底失败于‘和解’之中。

鹿岛公司声明中对杀害中国劳工只字不提，相反，竟以慈善

家自居，真可谓‘怙恶不悛，恬不知耻’。” 前一条新闻，

《北京法制报》(2003年3月11日)标题：战后对日本诉讼第一

案胜诉中国劳工及遗属获得赔偿；后两条新闻，《北京信报

》(3月18日)标题：花冈劳工领袖拒领赔偿金。《中国青年报

》(3月16日)标题：花冈劳工领袖拒绝和解，日本委托人出卖

原告利益。耿谆说：花冈受难者每人都有自己的权利，领不

领“赔偿金”别人无权利干涉，但他本人坚决拒绝领取。决

不接受丧失民族尊严的和解和领取可耻的鹿岛捐出金。 恕我

直言：所谓“赔偿”，“鹿岛建设公司向中国红十字会信托5

亿日元，一半用于对受害者、遇难者亲属的慰灵、抚养、治

病及子女教育，一半作为花冈事件和平友好基金，建设中国

劳工纪念馆等”，实属传讹炒作，盗名欺世。如果从“必也

正名乎”出发，不论名之曰：赠予、施舍、香火钱⋯⋯都是



可以的，但决不容亵渎法律词语：“赔偿”。正如耿谆所说

：“其一，和解书是我们11名劳工代表全权委托日本律师团

与鹿岛公司签订的，和解书上我并没有签字；其二，和解条

款的具体内容事先我并不清楚，后来我看到从日本方面寄来

的和解条款和鹿岛公司发表的单方声明中，不仅没有向中国

劳工谢罪的意思，而且称5亿日元‘不含有补偿和赔偿的性质

’。”耿谆先生不仅当年领头暴动，代表中华民族不可侮的

尊严，而且在高龄贫困下仍拒绝鹿岛施舍25万日元的行动，

可谓亮节高风，凛然大义。 本文试从耿谆等受害者对日索赔

之诉，日本法院的拖延、抵赖和主持“调解”，分析探讨日

本的法治、日本司法的责任及法律效力，以就正于日方。 （

二） 日本国，在当代以司法独立和法治著称。应能代表日本

国法治水平的个案当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花冈

案。东京两级法院在审理日本侵华战争中强抓中国劳工、强

制奴隶劳动的花冈暴动幸存者和遗属诉鹿岛株式会社（以下

简称鹿岛）索赔案的一审之判和二审之调(解)，不胜遗憾，

竟无不是公然违悖日本法和国际法的司法败笔。对此，日本

政府和有关法院是推卸不了应负的道义责任和法律责任的。

1995年，花冈惨案幸存者及遗属耿谆、王敏、孟连祺，赵满

山，张肇国、孙力（孙基武之子）、李绍海等11人原告团和

日本律师新美隆、内田雅敏等15人律师团，向东京地方法院

提起诉被告鹿岛损害赔偿，被称为“中日民间索赔第一案”

。 东京地方法院既然受理这宗国际民事诉讼案件，自应依照

日本法律程序，承担独立行使国家审判权的责任，对于被告

鹿岛是否应负法律民事责任作出裁判。 据日本法，所谓“责

任”(Haftung)是指对邪恶、不正当行为应受到制裁，或者在



事后必须处理的不利的地位。与道德责任、政治责任等相区

别的法律责任是受刑法、民法、强制执行等不利的法的地位

，通常义务者同时又是责任的主体。 民事责任，一般指不法

行为所负的损害赔偿责任⋯⋯是离开对社会的儆戒或当事人

的主观感情，专门以填补损害为目的的，不分加害人的故意

或过失。(参见日本《新法律学辞典》) 东京地方法院对于日

本人民和政府大抵了解的“花冈惨案”，对于当年日本军国

主义强抓986名中国劳工、鹿岛虐杀418名，唯一一例经远东

国际军事法庭判决责任者有罪的案件，是否确认被告鹿岛民

事赔偿的法律责任呢?本案经6次开庭，可谓旷日持久。令人

骇异，每次开庭都没有双方律师之间的辩论，原告律师提出

问题，法官直接回绝，被告律师形同木雕泥塑。日本民事诉

讼法，本案是否不适用呢?且以总结花冈案的第7次开庭为例

： 时间：1997年12月10日下午。 地点：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3

号法庭。 原告：耿谆、张肇国、孟繁武、赵满山等代表4人

。 律师：新美隆、内田雅敏、清井礼司等律师团代表8人。 

被告：鹿岛建设株式会社。 法警：13名(平时3名)。 裁判长：

圆部秀穗，另法官两名。2点55分入庭。旁听席起立向法官致

意。原告和律师为抗议法庭无端拒审没有起立表示对法官的

敬意， 圆部：“原告申请4名翻译(按：法定原告每人配备1

名)只可保留1人”。法警随将翻译3人逐出。 录像：电视台摄

像开始。 书记官：3点整快速通报案件编号、事件名称、原

告被告到庭姓名。 宣判：圆部从口袋拿出一张纸条，“现在

说一下法院的看法，驳回申请审查证人，结束辩论。宣判：

一、驳回原告一切诉讼请求；二、诉讼费由原告负担；三、

原告再上诉附加期为60天。”创世界审判纪录计时10秒钟。



圆部推开身后的门溜走了(门与墙同色，设在裁判席后。庭下

还不知怎么一回事)。 东京地方法院为什么如此判决呢?该院

因袭政府惯伎所持“理由”：一、花冈惨案发生于1945年，

已经超过日本法律20年追诉期；二、被告鹿岛对中国人不发

生安全考虑义务。(按：既然如此，何必立案，审它几年?)正

如耿谆当场揭露：“这一判决损害了日本司法的形象”；还

如孟繁武所说：“这是日本法庭制造的第二起花冈惨案！”

没有比较便没有鉴别。关于本案一审之判，不用求远同德国

政府和企业的积极赔偿相对比，只需同近在眼前的福冈地方

法院第3民事庭木村元昭审判长关于中国劳工张宝恒等诉日本

和三井公司索赔案之判(2001年12月21日)，便见泾渭分明、是

非立现了。福冈判决确认日本政府“通过欺骗或威胁手段，

在违反中国劳工意志的基础上强制的把包括原告等在内的中

国劳工抓到日本”、“被强制从事过度残酷的劳动，并因此

受到巨大的精神痛苦。”“从居住条件食物配给以及受到被

告公司职员暴力等方面考虑，被告公司对中国人劳工实施行

为都是极其恶劣和过于残酷的。”福冈法院事实认定，堪称

石破天惊。法庭进一步确认上述行为是由日本国政府和三井

会社共同实施的侵权行为；判定所谓除斥期间“明显地违反

正义、公平理念，对除斥期间的适用应加限制”；被告关于

时效主张“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是不当的”。为此判令被告

三井向各原告分别支付1100万日元损害赔偿金。 “货比三家

”，判比两家还不足够了?难道福冈地方裁判所同东京地方裁

判所、木村元昭法官同圆部秀穗法官之间在诸多方面有什么

轩轾高下之分?或者东京裁判所和圆部受到院外压力，不敢独

立司法，确有难言之隐，因而不惜抛弃国格人格、作世界上



罕见10秒钟的“糊涂官糊涂判”呢?正如原告律师团新美隆首

席律师指出：“可以充分推测其中存在着诉讼之外的考虑和

意图，法院与被告之间进行了非常漂亮的联合表演。他们早

已策划好了久拖之后的终止审理，严重损害了人们对日本司

法的信赖。圆部秀穗如此史无前例地妨碍公正的暴举，不能

不受到国外的严厉批评。”如果说东京地方法院与被告之间

进行”的表演漂亮非常，那么世人将要看到东京高等法院与

被告之间进行的“双簧”，更可谓瞒天过海的一丘之貉啊！ 

（三） 比较而言，如果说东京地方法院的事实审全抛应负责

任，那么东京高等法院的上诉审、法律审，不惮弄法竟变成

被告没有法律责任的所谓“和解”，就是更加100％的不负道

义或法律责任。日本的民事调停法，是否和为什么不适用本

案呢? 不妨拜读2000年11月29日，东京高等裁判所第17民事部

主持的《和解条款》原文： 平成九年(示)第5746号 损害赔偿

请求控诉(上诉)事件 控诉人 耿谆 外加10名 被控诉人 鹿岛建

设株式会社??和解条款 一、当事人双方再次确认平成二

年(1990年)7月5日的“共同声明”。但是，被控诉人主张，上

述“共同声明”并非承认自己负有法律责任，控诉人等对此

予以了解。 二、被控诉人，为了解决上述“共同声明”中第

二项所记载问题，向利害关系人中国红十字会(以下称“利害

关系人”)信托五亿日元(以下称“本件信托金”)，作为一种

对在花冈出张所受难人的(以下称“受难者”)予以祭奠等的

表示。利害关系人接受这笔费用，控诉人等对这一信托表示

同意。 三、被控诉人，限于平成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支付

本件信托金，将金额汇入利害关系人代理人新美隆律师指定

的银行账户。 四、利害关系人(以下在本条款中称“受托者



”)将本件信托金作为“花冈和平友好基金”进行管理，按照

以下规定加以运用。(下略) 五、本件和解，是对所谓花冈事

件所有悬而未决问题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控诉人以及其他受

难者及其遗属承认：有关花冈事件的所有悬而未决问题已经

全部解决。包括放弃今后在日本国内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

一切请求权。 利害关系人及控诉人等保证，今后控诉人等以

外的人向被控诉人要求补偿等情况发生时，无论其为是否提

交过第四项第五号书面文件者，利害关系人及控诉人等负有

出面阻止的责任，不给被控诉人造成任何负担。(下略) 同日

，鹿岛通过因特网向全世界发表如下声明： 关于花冈事案和

解的声明 就标题所记事项，本社声明如下： 昭和十九年至二

十年(注：19441945)，当时的日本政府内阁会议决定向日本内

地输入中国劳工。根据这项政策，本社花冈出张所(秋田县大

馆市)也有众多的中国劳工从事劳动。因为是在战争时期，这

些劳工所处环境十分艰苦，尽管本社诚心诚意予以最大限度

的照顾，还是出现了许多人因病亡故等不幸之事。对此，我

们一向深感痛心。 近年来，部分中国劳工起诉追究本社责任

，由于原告的要求在一审时遭到法庭驳弃，现在该案正在东

京高等法院上诉、审理之中。该高等法院建议和解之后，本

社在不承认诉讼内容法律责任的前提下，进行了和解协商。

而且，本社主张，解决这个问题，祭奠等对象应当包括在花

冈出张所从事劳动的986名全体人员，并为这一主张的具体落

实进行了一系列协商，因本社上述主张得到法院及控诉人的

充分理解，并且由于中国红十字会的参与，使得受难人的祭

奠、遗属的自立和护理以及后代的教育等具体实施上有所保

证。所以，本社捐出法院建议的金额，就包括设立“花冈和



平友好基金”等和解条款达成协议。并且，本基金的捐出，

不含有补偿、赔偿的性质。 我们强烈期待，根据上述宗旨设

立的“花冈和平友好基金”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 以上 至于

《和解条款》提到的1990年《共同声明》，究竟写了些什么?

经查原文不妨抄引：??共同声明 1944年至1945年间，在株式会

社鹿岛组花冈出张所(作业所)受难的中国人幸存者和遗族今

番来日，访问了鹿岛建设株式会社。双方就以下事项进行了

会谈并取得一致认识，现发表如下： 1、中国人在花冈矿山

出张所所遭受的不幸是历史事实，是基于内阁会议决定的强

制押送、强制劳动所引起的。鹿岛建设株式会社承认这一事

实，承认作为企业也有责任，并对中国人幸存者及遗属表示

深刻的谢罪之意。 2、中国人幸存者和遗族，基于上述事实

，于去年12月22日向鹿岛株式会社发出了公开信。鹿岛株式

会社认为，应该通过双方会谈努力解决上述问题。 3、双方

将遵照上述两点及“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周恩来)之精神

，今后将继续与幸存者及遗族代理人协商，以期问题早日解

决。 1990年7月5日于东京 花冈事件中国人幸存者遗族代表 耿

谆 代理人律师 新美隆 律师 内田雅敏 田中宏 内海爱子 林伯耀

鹿岛建设株式会社代表取缔役副社长 村上光春 人们只要

把1990年《共同声明》、2000年鹿岛《声明》与《和解条款

》有机联系起来，即不难看出东京高等法院和鹿岛的“双簧

”，不论如何狼狈为奸，也决不是什么无缝天衣，看不出任

何破绽的了。 （四） 东京高等法院“主导”制作的《条款》

回避不了的法律责任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试加分析如下： 首

先，鹿岛“对中国劳工及遗族们表示深刻的谢罪之意”，“

并非承认自己负有法律责任”。前后自相矛盾的不负法律责



任和“承认作为企业也有责任”究竟是什么样的“责任”?没

有法律责任而“表示深刻的谢罪”又是何等样的深刻“谢罪

”?莫非毫无诚意仅仅空口说白话，在语言上书面上有所“表

示”“之意”而已? 本案和解是在东京高等法院“建议”和明

知鹿岛“不承认诉讼内容法律责任的前提下进行”的。该院

及其第17民事部对被上诉人应否负法律责任是心知肚明的。

如果鹿岛可以赖掉法律责任，那么原告何必起诉和上诉?该院

何必立案审理?《和解条款》岂不变成了纯粹私法上的行为?

果真如此，这个《和解条款》就在日本法律上不具有当然使

诉讼结束的效力，当事人随时可以作为攻击防御方法提出而

已。我认为：承审法院首先自当依据日本法分清：究竟是什

么性质的和解(调解)，是法庭外和解还是审判上和解，是调

解委员会调解还是民事17部调解，是纯私法行为即民法上的

和解还是纯诉讼行为，即庭内的合同行为?因为它们的司法效

果即拘束力是截然不同的。审判上和解有效成立时，由书记

员记载于笔录上，依此而终结诉讼。和解笔录具有确定判决

同样效力。纯私法上的和解由于错误而撤销时，随之笔录上

记载的效力也丧失。从局外旁观立场上看，本案名为审判上

的和解，实际上却与纯私法行为毫无二致，因而，东京地方

法院是悖法的，所谓和解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 第二，《条

款》(24)鹿岛信托中国红十字会5亿日元，并给它取了一个十

分好听的名字：“花冈和平友好基金”。人们自然要问，这5

亿日元的数额为什么要由法院“钦定”即非原告索额又非被

告自愿意思表示呢?田中宏教授答中国记者问也说：“这5亿

日元是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提出的金额，我们不能变，只能是

接受还是不接受”。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在原告、被告意思



表示之外提出的只能代表裁判所和法官意思表示的数额悖法

否?为什么原告不能嫌少、被告不能嫌多?既是和解为什么任

由第三者“钦定”？难怪加拿大华人列国远一针见血指出它

和日本搞的亚洲妇女基金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区别了。 第三，

不排除本案提出的利用日本信托法，用一揽子办法解决日本

战后遗留问题的积极意义和可行性。但是，东京高等法院或

原、被告除了向日本国会提出建议，请求之外，怎么可以自

行宣称“本件和解是一揽子解除花冈事件的方案”?它岂不证

明，这实质是法院串通鹿岛企图以区区5亿日元“买断”花冈

索赔?！ 第四、《条款》(4)：“花冈和平友好基金运营委员

会由控诉人等选举任命9名以内的委员组成⋯⋯被控诉人可以

在任何时候指派1名委员”。11月19日原告律师团长说：“为

管理好基金，成立管理委员会，成员5人，由原告推荐出来。

若鹿岛提出，给鹿岛一个名额。”结果是：“5个名额人选：

除留鹿岛1名外，田中宏，林伯耀，红十字会1名官员，新美

隆。”这5名成员原告方不持异议，但正如孙力(孙基武遗属)

质疑：“基金委员会组成人员5人都是客体，没有受害者主体

参加，这个基金会性质是什么?”委员会中怎么原告没有起

码1名委员呢?《条款》9名最后变成5名究竟又是谁“钦定”

的呢?耿谆以“年老多病，拒绝在基金会中担任职务”，是不

是应该按民主原则另选他人呢?怎么可以由未经原、被告双方

同意和授权委托的第三人来“运营”“表示”对花冈死难者

的“祭奠”及其他呢? 第五，关于鹿岛5亿日元的“捐出”不

过是作为“受难者予以祭奠等的表示”。鹿岛声明“捐出不

含有补偿、赔偿的性质。”那末这笔钱的性质岂不等于资本

家对工人、加害者鹿岛对受害者中国劳工的“布施”、“施



舍”?正如作家李?F指出：“通俗说来，就是香火钱”?鹿岛谢

罪在法律责任外，拒建纪念馆、不及时“祭奠”为自己卖命

被自己虐杀的中国劳工，却抛出几个香火钱让中国幸存者和

遗属去“祭奠”，这说明什么呢?对此为什么日本媒体说法出

奇的不一而足?如《朝日新闻》《读买新闻》《东京新闻》等

说成“救济金”?《日本经济新闻》说成“支援金”?《每日

新闻》说成是“补偿金”?而更令人莫名其妙的是中国媒体援

用新华社驻日记者张焕利的说法竟是“赔偿金”。究竟是代

表新华社还是言责自负只代表自己?我以为这确实是个原则问

题，不容混淆的。 第六、《条款》(5)，竟称“花冈惨案”为

“所谓花冈事件”。更为荒唐，“其他受难者及其遗属”，

既未介入参与本案调解，法院及被告鹿岛有什么权力或权利

，又有什么国际法定资格强制他们“承认”这个所谓《和解

条款》?至于“放弃今后在日本国内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一

切请求权”，那更不是该法院、该鹿岛、甚至该国政府所当

说和能说出口的。本件正文日本版的拟稿者，如果不具有“

大日本帝国”“皇军”当年“八??一宇”的潜质，怎能会如

汉语“天狗食月”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这个《条款》对抗现

行日本国宪法第16条，剥夺关于“任何人”享有的“损害救

济请愿权”，乃是非常明显的。它不是规定凡接受本条款的

受难者及其遗属，而是将范围扩及凡不同意本条款的受难者

及其遗属，试问《条款》能有此无限约束力吗?纵使是东京高

等法院的判决书能有此拘束力吗?怎么能如此“越权”公然侵

犯他人的诉权呢? “花冈事件所有悬而未决问题已经全部解决

”了吗?试问这是不是天上或人间的玉皇大帝授权东京高等裁

判所“全部解决”的呢?“利害关系人及控诉人等负有出面阻



止的责任”吗?试问东京高等法院怎么能强令而中国红十字会

和同意此条款的原告又怎么样“出面阻止”?他们“负有的责

任”，到底是否日本法的法律责任或其他什么样的“责任”

呢？??（五） 东京两级法院办理的花冈案，从日本法和国际

法角度看，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效力即法律规范的约束力。

关于一审，由于事实审拒审事实，由于上诉，不用说已经失

去法律的效力。至于二审，由于日本实行四级三审制，本案

由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如果没“有须移送到最高法院的场合

”，它的裁判除双方均不提出上告外即应发生法律效力。由

于花冈案在二审期间变成了调解案，日本法律明确对于没有

签署的法律文书，原则上应解释为无效。那末，《和解条款

》有否法律效力呢? 《和解条款》的首尾是： 平成九年(示)

第5746号 损害赔偿请求控诉(上诉)事件 控诉人 耿谆 外加10名 

被控诉人 鹿岛建设株式会社 ⋯⋯ 八、本和解以日文版为正文

。 以上 从法律文书规范格式上看，这是一份标准的法院调解

书。该《和解条款》有没有接受法院调解双方当事人、主要

是控告方和被控告方的签字呢?当天因特网《关于花冈事案和

解的声明》文末签署：“2000年11月29日鹿岛建设株式会社

”，而《条款》却阙如。原告一方签署没有呢?如果原告11人

没有1人签名能算数吗?2000年11月19日原告在耿谆《为花冈事

件和解成功献言》：“讨回历史公道，维护人类尊严，促进

中日友好，推动世界和平。”后的签名，能否使相距10天后

即11月29日《和解条款》发生法律效力?我相信东京高等法院

法官和原、被告双方律师都会一致答复说“不”的。仅仅由

“东京高等裁判所第17民事部“签署”的《条款》，试问怎

么能对原被告双方发生法律效力呢? 从法律角度看，倒是2000



年4月21日东京高等裁判所的《花冈损害赔偿请求上诉案和解

劝告书》是具有对上诉原告约束力的。因为4月30日出具的《

同意书》明明白白写道：“对高等法院2000年4月21日所提出

的和解劝告书的内容我们花冈受难者作为控诉人一致同意”

。不仅有亲笔签名(这就足够了)；而且上诉原告还按习惯加

盖了红彤彤的姓名印章。虽然与原告提出的三项要求比较，

《劝告书》仅仅确认谢罪：回避盖纪念馆；50亿元赔偿金相

差10倍，既然控诉人“一致同意”，旁人自无不同意的道理

和权利。但是，4月21日签署的《劝告书》代替不了4月29日

内容大变倒向鹿岛一边的《条款》，应是毫无疑义的。??（

六） 总之，关于花冈案的全过程，典型地折射出日本的法治

水平，而它的实质则是日本政治的反映。以《和解条款》为

标志的东京高等法院关于花冈案调解模式。其不足为训应是

毋庸置疑的。因此对于日本《每日新闻》所谓“这一模式将

为同类案件的解决树立典型”和中国某媒体“是赔偿金，不

是被告慈善行为”的提法恕只能持反对态度。我对各国包括

中国民间要求清算日本“二战”罪行的诉讼充满信心。就花

冈案控诉人来说，幸存者多已故去或退隐。以殉难者孙基武

之女孙力和幸存者耿谆之子耿硕宇为代表，他们将“愚公移

山”。历史终将证明，日本国“三不”：不鉴史、不道歉、

不理赔的倒行逆施必将因国际人权发展趋势和国内外日益高

涨的正义斗争而逐步土崩瓦解，自然而然包括东京两级法院

庇护的鹿岛不承担法律责任的花冈案也必将随之灰飞烟灭。

日本国痛下决心不再充当“亚洲孤儿”“世界孤儿”之日，

包括花冈案自然而然当是以史为鉴真诚谢罪赔偿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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